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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

——建构中国自主的碳中和经济学知识体系

林毅夫，郑 洁，付才辉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北京 100871）

摘要 在全球碳中和背景下，结合中国碳中和实践，建构中国自主的碳中和经济学知识体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更对实

践具有深远指导意义。该研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以碳达峰碳中和作为研究对象，构建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理论新框架，

提出经济社会各系统与碳中和的理论见解，初步形成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这一新学科。该研究表明：①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的理论

框架由四大部分构成，分别是禀赋系统结构（要素禀赋、能源禀赋和生态禀赋）、“三生”系统结构（生产、生活和生态）、六大关联系统

结构（金融、教育、空间、开放、基础设施和制度）以及两大机制系统（市场和政府）。②各系统结构存在内生决定关系。禀赋系统结构

内生决定“三生”系统结构，“三生”系统结构又内生决定六大关联系统结构；而两大机制系统贯穿于经济社会各系统发展、转型与运

行的一系列活动中；各系统结构共同内生决定经济体的碳排放与碳吸收，最终内生决定经济体的碳达峰碳中和。③从发展角度看，

经济体的禀赋系统结构变迁，会内生驱动“三生”系统结构、六大关联系统结构以及市场与政府结构的相应调整，进而内生推动经济

体碳排放与碳吸收的动态变化。④从转型角度看，六大关联系统结构的转型内生于“三生”系统结构，“三生”系统结构的转型内生于

禀赋系统结构；各系统结构转型过快或过慢均不利于经济体实现碳达峰碳中和。⑤从运行角度看，在不同结构状态下，经济社会系

统的资源配置对碳中和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发展中经济体、转型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资源配置对碳中和的影响各不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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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

迹，同时中国的碳排放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的碳排

放量由1949年的0. 62亿 t增加至2023年的119. 53亿 t，年
均增长率为 7. 36%；特别是 2006年以来，中国成为全球第

一大碳排放国，2023 年占全球年排放总量的 31. 78%①。

中国的碳排放量也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性变化，大体可以分

为3个阶段。1949—1977年的波动阶段，在此期间中国年

均碳排放量为 5. 48亿 t；1978—2001年的缓慢增长阶段，

在此期间中国年均碳排放量为 24. 75亿 t；2002—2020年

的快速增长阶段，在此期间中国年均碳排放量为 82. 43亿

t。由此可见，这3个阶段的碳排放量存在系统性差异。为

了应对全球气候治理问题，2020年 9月 22日，习近平在第

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国际社会郑重提出，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为了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对

中国的碳排放和碳中和实现路径进行研究并揭示其变迁

规律尤为重要。为此，有必要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中国

的碳排放量及其结构在不同阶段会呈现出明显差异？是

否是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系统的阶段性差异及其变化导致

的？是否有必要结合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与碳中和的实践，

建构中国自主的碳中和经济学知识体系？

现代经济学包括其中新兴的气候变化经济学和环境

经济学等学科大多是发达国家的学者根据西方发达国家

的现象总结而来，其解释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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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2-3］。中国的发展、转型之路是西方发达国家不曾走

过的，因此，已有的理论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理论难以解释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和碳排放的特征等现象。旧结构主

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已经反复证明西方的理论难以真

正解释和指导中国等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现象和实

践［4］。因此，有必要根据中国等发展中转型中经济体的

经济和碳排放现象进行自主理论创新，建构中国自主的

碳中和经济学知识体系。本研究的新结构经济学是以马

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现代经

济学的分析方法，总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成败

经验进行的自主理论创新，同时也是通过将不同发展程

度国家内生异质性结构的视角引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

系，是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的结构革命［5］。

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能够自洽地解释中国自 1949年

以来碳排放量阶段性变化背后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根据所界定的碳排放量的 3个阶段，大体可以将其划分为

3次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第一次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是 1949 年以来至 1978 年。在此期间中国实行的是重工

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其时中国的国情是人多资本少；为了

推动这一违背当时中国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发展，中国内

生形成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等经济社会系统扭曲性

变革［6］。由于经济社会系统的扭曲性变革，其难以创造

经济剩余、经济增长缓慢、经济规模较小，因此碳排放总

量也较小，呈现波动式变化。第二次经济社会系统性变

革大体上可以划定为从 1978 年至 2002 年。1978 年中国

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实行渐进双轨式改革，缺乏比

较优势的重工业仍然维持，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

产业放开发展，经济社会系统发生转型性变革［7］。由于

经济社会系统在转型性变革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

较优势，其经济主体具有内生动力，能够创造经济剩余；

且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碳排放强度较低，在经济快速增长

的同时，碳排放量也呈现缓慢增长趋势。第三次经济社

会系统性变革大体上可以划定为 2002 年至 2020 年。随

着上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以及资本的快速积累，原本缺

乏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逐渐转变为具有比较优势，能够创

造经济剩余；伴随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生快速变迁，在

此阶段中国的经济社会系统也发生快速变革。由于中国

经济社会系统中的产业整体上具有比较优势，特别是重

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经济增长快；且重

工业具有高碳排放的特性，使得此阶段中国的碳排放量

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5］。随着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

效，2020年以来，中国提出“双碳”战略目标，中国的经济

社会系统必将发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第四

次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正在发生。

为了更加完整地解释和指导中国已发生的 3次经济

社会系统性变革和正在发生的第 4次经济社会系统性变

革，本研究构建了具有一般性的碳中和经济社会系统性

变革的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由 4部分组成：一是禀赋系

统结构，包括要素禀赋结构、能源禀赋结构和生态禀赋结

构；二是“三生”系统结构，即生产系统结构（生产方式）、

生活系统结构（生活方式）和生态系统结构（生态环境）；

三是六大关联系统结构，即金融系统结构、教育系统结

构、空间系统结构、开放系统结构、基础设施系统结构和

制度系统结构；四是两大机制系统，即有效市场与有为政

府。该理论框架的核心逻辑是：禀赋系统结构内生决定

“三生”系统结构，“三生”系统结构内生决定六大关联系

统结构；两大机制系统贯穿于经济社会各系统发展、转型

与运行的一系列活动中；各系统结构共同内生决定经济

体的碳排放与碳吸收，最终内生决定经济体的碳达峰碳

中和。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见解：从发展角

度看，经济体的禀赋系统结构变迁，内生驱动“三生”系统

结构、六大关联系统结构以及市场与政府的结构变迁，从

而内生驱动经济体碳排放与碳吸收的变化。从转型角度

看，由于经济社会中各系统结构变化快慢不一以及政府

干预等因素，使得经济体的“三生”系统结构和六大关联

系统结构偏离禀赋系统结构内生决定的最优结构状态，

从而影响经济体的碳排放和碳吸收。在经济社会各系统

结构内生扭曲状态下，“三生”系统结构的转型和六大关

联系统结构的转型既不宜过快、亦不能过慢，否则均不利

于经济体的持续高质量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

现。从运行角度看，经济社会系统在不同内生结构状态

下，资源配置对碳中和的影响不同，即发展中经济体、转

型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结构状态不同，其资源配置

对碳中和的影响各不相同。

本研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结合研究对象碳达

峰碳中和，探讨自主理论创新，建构碳中和经济社会系统

性变革的理论框架，提出一系列有待检验的理论见解，初

步探索形成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结构碳中

和经济学的提出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碳中和经济学知识

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实现中国碳达峰碳

中和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价值。

1　文献综述

与碳中和密切相关的经济学科是气候变化经济学，自

20世纪 70年代Nordhaus的开创性研究起［2］，经历 40多年

发展，已形成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分支学科［3，8］。国外代表

性学者和机构主要有：诺德豪斯（Nordhaus）、斯特恩、魏茨

曼、谢林、奥斯特罗姆、阿克洛夫、索洛、阿罗、斯蒂格利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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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斯古帕塔以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等。国内代表性学者团队主要有：潘家华团队、何

建坤团队、丁仲礼团队、魏一鸣团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气候变化问题研究课题组等。气候变化经济学主要有三

大研究方向：一是减缓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理论与政策研

究；二是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和脆弱性分析；三是气候变

化国际治理机制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主要模型方法

有：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 IAM）、可

计 算 一 般 均 衡 模 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投入产出模型、系统优化模型和计量经济模型等。

其中，综合评估模型是气候影响评估和政策研究的主流工

具，起源于 Nordhaus［9］，代表性的模型是动态综合气候 - 
经 济 模 型（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 model，
DICE）和区域综合气候-经济模型（regional integrated cli‑
mate-economy model，RICE），此后在 IAM框架基础上演化

出许多不同版本的模型，如 PAGE（policy analysis for the 
greenhouse effect）等。

由于实现碳中和是一个综合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

经济社会的跨学科问题，即便在经济社会系统中也涉及

各个领域，因此碳中和研究必然包括跨学科以及经济学

各个领域的研究内容。Wei等［10］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

库，对 187篇碳达峰和 918篇碳中和相关公开发表文献展

开调查，研究内容涵盖零碳技术、能源系统优化、CCUS、
生态系统碳汇等学科领域。除此之外，经济学界已积累

了大量关于低碳转型驱动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研

究［11-12］，如能源系统结构的低碳转型［13］、技术进步对气候

变化的影响［14］、森林碳汇［15］、碳金融［16］、国际贸易中的碳

排放［17］、碳市场［18］、碳税的一般均衡效应［19］、储蓄率对碳

排放的影响［20］等。

气候变化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对碳中和

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为实现“双碳”目标奠定坚实的研究

基础。不过，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来看，已有研究存在以

下几点局限性。首先，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已有学科主

要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分析气候变化等环境

问题，既难以适用于中国快速结构变迁的发展中转型中

经济体，也未对经济学基本范式产生根本性影响。新古

典经济学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现象总结而来，其研究

范式的核心特征是以给定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作为暗含

前提，以此研究各类稀缺资源的配置。然而，大多数发展

中转型中经济体的经济结构与发达国家存在内生的异质

性，若以给定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理论范式研究发展中

转型中国家的资源配置，则不可避免产生“南橘北枳”的

问题［21］。

其次，模型方法的局限性。研究范式内生决定模型

方法，作为各类综合评估模型基础的主流环境经济模型，

除了与科学模型存在裂痕之外，其底层建模逻辑也存在

局限。以主流的 3类模型为例，一类是基于一般均衡理论

的可计算一般均衡环境模型，如各种经济、能源、环境可

计算一般均衡模型（3E‑CGE）等；一类是基于新古典增长

理论的环境模型，如诺德豪斯（Nordhaus）开发的综合评估

模型（DICE）以及 DSGE 中的最优碳税和碳价模型等；一

类是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环境模型，如能源部门诱致性

技术进步的气候变化模型（ENTICE）和环境约束的偏向

性技术进步模型（EDTC）等。前两类模型本质上是给定

外生的禀赋、偏好、技术等经济结构研究环境资源优化配

置和政策优化设计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由于缺乏结构

内生变迁的理论机制，难以揭示环境结构转型机理并容

易高估环境问题的社会成本。ENTICE 模型就发现忽略

诱致性技术进步的DICE模型高估了 9. 4%的最优碳税政

策的福利成本［22］。第三类模型主要基于能耗与排放强度

低且增长与能耗排放呈“双脱钩”状态的发达国家技术内

生模型，不仅容易低估环境治理的社会成本以及经济增

长与环境的联动关系，还忽视了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结

构差异性和内生性，进而得出过于乐观的结论，甚至可能

误导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政策设计。

最后，理论体系的局限性。关于碳中和与经济社会

相互影响的研究虽然浩瀚，但缺乏一以贯之的由碳中和

驱动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理论框架，尚未形成理论

体系。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

系统性变革，研究领域涉及经济社会各系统，如能源、产

业、技术、生活、生态、金融、教育、空间、开放、基础设施、

制度等。尽管这些领域的研究已相当丰富，但领域之间

相对孤立，尚未有统一的理论逻辑将已有研究贯穿形成

系统化的理论体系。

相比于已有研究，本研究的主要探索目的如下：尝试

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构建起碳中和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的理论框架，能够将已有的相关研究更好地纳入这一理

论框架中，构建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提出新结构碳中和

经济学这门新学科，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碳中和经济学知

识体系做出努力。

2　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经济社会系统性变

革的理论框架

2. 1　定义、研究对象、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研究

经济体在发展、转型与运行中碳排放与碳吸收的决定因

素和影响的一门新兴学科。它具有特定的研究视角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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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其研究成果能够逻辑自洽地形成相对完整的知

识体系，并能够相对有效地指导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实

践。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其他碳中和经济

学一致，即研究经济社会系统中行为主体的二氧化碳排

放和吸收活动①。其研究视角和方法主要体现在 3 个方

面［5］：一是坚持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为指导，二是坚持理性选择这一现代经济学的“本体”为

基本研究方法，三是坚持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中心三个

基本点”。其中，“一个中心”是指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为

中心，即以资本、劳动和土地作为内生经济体中各种结构

的根本决定性因素。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具有时点给定、

随时间可变的属性，既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性物质

特征，也是还原论视角下生产生活等各种经济活动不可

或缺的最小组成元素，同时构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中的

两个最基本参数。“三个基本点”：一是指一个经济体在每

个时点的生产结构内生于该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基础

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结构则内生于生产结构，生产结构

决定经济体在每个时点可能达到的生产力边界，基础设

施和上层建筑则决定实际的生产力是否可以达到生产力

的边界；二是指经济体中的扭曲内生于各种内生结构调

整的难易和速度差异所造成的实然结构和应然结构的背

离以及政府干预所造成的实然结构和应然结构的背离，

这些背离会使实际的生产力偏离可以达到的边界；三是

指由于生产结构与扭曲的内生性所导致的结构异质性，

使得不同结构状态下的经济运行方式既存在共性，也具

有个性。

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遵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

性选择的研究方法以及“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研究视

角，这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本质上是一元论而非

三元论，它强调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为中心，与马克思辩

证唯物主义强调的第一性物质原理是一致的，且要素禀

赋及其结构决定经济体的总预算和相对价格，进而影响

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

2. 2　理论框架

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由 4大部分组成，基

于前文所述，该理论框架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是理论框架的出发点。新结构经济学坚持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从作为第一性物质的禀赋及其结

构出发，结合碳中和的研究对象，以要素禀赋结构、能源

禀赋结构和生态禀赋结构作为理论框架出发点。其中，

要素禀赋结构主要是指经济体中资本和劳动的组合。一

般而言，发达经济体呈现出资本相对丰富和劳动相对稀

缺的结构特征，而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呈现出资本相对

稀缺而劳动相对丰富的结构特征。能源禀赋结构主要是

指经济体中不同类型能源的组合。生态禀赋结构主要是

指经济体所拥有的各类生物资源以及光照、气温和降水

等非生物资源的组合。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认为，经济

体的要素禀赋结构、能源禀赋结构和生态禀赋结构，是内

生决定各类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结构的根本原因，是推动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根本驱动因素。

第二部分是理论框架的主干。新结构经济学坚持和

发展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

基本原理，结合碳中和的研究对象，以生产方式②、生活方

式和生态环境作为理论框架的主干。其中，生产方式主要

指经济体的生产系统结构，包括产业系统结构和技术系统

结构，其决定经济体的生产力。以产业系统结构为例，不

同经济体的产业系统结构不同，例如，发达经济体呈现出

以服务业为主的结构特征，发展中经济体呈现出以工业或

农业为主的结构特征。生活方式主要指经济体中消费者

的偏好系统和消费系统，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环保意

识、消费结构不同。生态环境主要指生态系统和环境系

统，其决定经济体的自然生产力；不同生态系统结构和环

境系统结构具有不同的生态生产力，所能提供的生态产品

和生态服务不同；例如，森林生态系统与沙漠生态系统的

碳汇能力不同。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认为，经济体的生产

系统、生活系统和生态系统内生决定经济体中其他经济社

会系统，对碳排放与碳吸收起到关键作用。

第三部分是理论框架的有机组成。新结构经济学坚

持系统观念，认为经济体正如人体③存在诸多系统一样，

各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影响经济体的发展、转

型与运行；结合碳中和的研究对象，将金融系统结构、教

育系统结构、空间系统结构、开放系统结构、基础设施系

统结构和制度系统结构等经济社会系统，作为理论框架

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金融系统结构是指经济体中各

类金融资源和制度安排的组合。教育系统结构是指经济

体中各类教育资源和制度安排的组合；空间系统结构是

①本研究对碳中和的定义参照 IPCC，“碳中和是指一定时期内特定实施主体（国家、组织、地区、商品或活动等）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人为二

氧化碳移除量之间达到平衡”。

②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生产方式概念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生产方式”概念的内涵不同，主要侧重于生产力，当然未来的研究也可以纳入生

产关系。

③正如人体有 8大系统，运动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这些系统协调配合，使人体内

各种复杂的生命活动能够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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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经济体中各类空间要素的组合；开放系统结构是指经

济体中各类开放要素和制度安排的组合；基础设施系统

结构是指经济体中各类硬性基础设施的组合；制度系统

结构主要是指经济体中各类制度安排的组合；新结构碳

中和经济学认为，经济体中的六大关联系统结构内生于

“三生”系统结构，共同影响经济体在发展、转型与运行中

的碳排放与碳吸收。

第四部分是理论框架的两翼。新结构经济学坚持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遵循“市场有效以政府

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23-24］的原则，

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作为理论框架的两翼。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需要市场与政府两大核

心机制。以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生产结构为例，现实

中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内生决定最优产业结构和

最优技术结构？关键在于行为主体根据比较优势选择产

业和技术。那么如何让行为主体根据比较优势选择产业

和技术？需要有能够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信

号，这类信号能清晰指引行为主体识别具有比较优势的

产业和技术，以及能带来最大收益的发展方向。这就要

求形成一套可准确反映要素禀赋结构相对丰裕度的要素

相对价格体系，而这样的价格体系，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

场中才能形成。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同时，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本质上是一

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而经济社会系统中各类结构的

变化存在各种市场失灵，因此政府的作用也必不可少。

例如，经济发展并非静态的资源配置，而是技术不断创

新、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这就需要解决先行者的外部性

问题；同时，要让产业升级后的企业具备竞争力，还必须

完善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结构，并解决两者的协调

问题。外部性、协调及公共品问题，需由政府介入以纠正

市场失灵。因此，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经济社会系统性

变革，既需要有效市场，也需要有为政府。新结构碳中和

经济学认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贯穿于经济社会各系

统发展、转型与运行的一系列活动中，是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的两大机制系统。

2. 3　理论体系

前文详细阐述了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构

成以及经济社会各系统的基本结构特征，并强调了理论

框架的核心逻辑。该理论框架具有一般性，而在此基础

上结合碳中和的具体研究对象，能够形成丰富的理论认

识；这些理论认识便可以形成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一以

贯之的理论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

的理论体系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归类为不同的理论范

畴。根据结构内生、扭曲内生与运行内生的划分标准，将

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划分为四大理论，即新

结构碳中和发展理论、新结构碳中和转型理论、新结构碳

中和运行理论以及新结构碳中和关联理论。下面详细阐

述四大理论的基本逻辑和主要的研究内容。

（1）新结构碳中和发展理论。新结构碳中和发展理

论主要是研究经济社会中各系统结构内生变迁对碳中和

的影响。该理论认为，经济社会中禀赋系统结构的升级

会内生带动“三生”系统结构的升级，“三生”系统结构的

升级又会内生推动六大关联系统结构的升级，进而内生

促成经济体碳排放与碳吸收的变化。该理论的研究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经济社会系统中能源结构内生变迁对碳

排放的影响、产业结构内生变迁对碳排放的影响、消费结

构内生变迁对碳排放的影响；技术结构内生变迁对碳排

放与碳吸收的影响；生态系统结构内生变迁对碳汇的影

响；金融结构内生变迁对碳中和的影响、教育结构内生变

迁对碳中和的影响、空间结构内生变迁对碳中和的影响、

开放结构内生变迁对碳中和的影响、基础设施结构内生

变迁对碳中和的影响、制度结构内生变迁对碳中和的影

响等。

（2）新结构碳中和转型理论。新结构碳中和转型理

论主要是研究经济社会中各系统结构内生扭曲对碳中和

的影响。该理论认为，由于经济社会中各系统结构变化

快慢不一以及政府干预等因素，经济体的“三生”系统结

构和六大关联系统结构会偏离由禀赋系统结构内生决定

的最优结构状态，进而对经济体的碳排放与碳吸收产生

影响。该理论的研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经济体的能源

结构内生扭曲对碳排放的影响、产业结构内生扭曲对碳

排放的影响、消费结构内生扭曲对碳排放的影响；技术结

构内生扭曲对碳排放与碳吸收的影响；生态系统结构内

生扭曲对碳汇的影响；金融结构内生扭曲对碳中和的影

响、教育结构内生扭曲对碳中和的影响、空间结构内生扭

曲对碳中和的影响、开放结构内生扭曲对碳中和的影响、

基础设施结构内生扭曲对碳中和的影响、制度结构内生

扭曲对碳中和的影响等。

（3）新结构碳中和运行理论。新结构碳中和运行理

论主要是研究经济社会中各系统结构内生运行对碳中和

的影响。该理论认为，由于不同经济体的禀赋系统结构

不同，内生决定“三生”系统结构和六大关联系统结构不

同；在不同的系统结构状态下，经济运行对碳中和的影响

也将呈现系统性差异。例如，发展中经济体、转型中经济

体与发达经济体的系统结构不同，各自的经济运行对碳

中和的影响各不相同。该理论的研究内容包括但不限

于：不同系统结构状态下企业生产效率对碳排放的影响

差异，不同系统结构状态下消费行为对碳排放的影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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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不同系统结构状态下能源效率对碳中和的影响差异，

不同系统结构状态下要素配置效率对碳中和的影响差

异，不同系统结构状态下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碳中和的

影响差异，不同系统结构状态下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对碳

中和的影响差异，不同系统结构状态下空间资源配置效

率对碳中和的影响差异，不同系统结构状态下基础设施

配置效率对碳中和的影响差异，不同系统结构状态下营

商环境等制度效率对碳中和的影响差异；不同系统结构

状态下森林经营管理对碳汇的影响差异等。

（4）新结构碳中和关联理论。新结构碳中和关联理

论主要是研究经济社会中各系统结构内生关联对碳中

和的影响。该理论认为，经济社会中各系统结构之间存

在关联，且这种关联是内生的，内生于底层结构；若经济

社会系统的底层结构发生变迁，系统间的关联也将发生

内生变迁。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议题亦十分丰富，包括但

不限于：能源系统与产业系统对碳中和的影响［25］、能源

系统与生活系统对碳中和的影响、能源系统与金融系统

对碳中和的影响、生活系统与金融系统对碳中和的影

响、生态系统与基础设施系统对碳中和的影响、金融系

统与教育系统对碳中和的影响、金融系统与空间系统对

碳中和的影响、教育系统与开放系统对碳中和的影响、

空间系统与制度系统对碳中和的影响、开放系统与基础

设施系统对碳中和的影响等。在研究这些议题时，关键

在于将这些系统之间的关联嵌入“禀赋系统结构-‘三

生’系统结构”这一底层逻辑中，由此便可得出新结构碳

中和关联理论的诸多新见解，从而形成新结构碳中和关

联理论。

3　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的理论见解：经济社

会各系统与碳中和

前文阐述了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的经济社会系统性

变革的整体框架和基本逻辑，本节侧重阐述经济社会中

各个系统与碳中和的分析框架和基本逻辑，提出更为具

体的理论见解，丰富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的自主知识

体系。

3. 1　能源系统结构与碳中和

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认为，能源系统结构在经济体

的发展、转型与运行中对碳中和产生影响。

首先，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最优生产

结构，而生产结构的能耗特性进一步内生决定能源需求结

构；当经济体的能源供给结构与生产结构对能源需求结构

相匹配时，便形成最优能源结构。从横向对比来看，发达

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结构存在差异，由此

内生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各不相同；同时，两类经济体在

生产结构的能耗特性、能源禀赋方面同样存在区别，因此

其最优能源结构也有所不同。从纵向发展而言，随着经济

体的发展，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会发生变迁，比较优势也会

相应改变，进而推动内生的最优生产结构发生转变；而随

着最优生产结构的转变，其能耗特性与能源禀赋供给也会

随之变化，这就导致经济体的最优能源结构随之调整［26］。

由于不同能源的碳排放系数不同，经济体的能源结构会对

碳排放产生影响。不同的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同；

随着经济发展进程中能源结构的内生变迁，经济体的碳排

放总量与强度也将随之发生系统性变化。

其次，由于经济社会中各结构变量变化快慢不一或政

府干预等因素，导致经济体中实然能源结构偏离要素禀赋

结构内生决定的应然能源结构，进而引发能源结构扭曲和

能源效率低下等问题，从而影响经济体的碳中和。根据能

源结构扭曲的来源，分为以下两种情景。第一，经济体的

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的生产结构具有比较优势，由

于市场失灵或者政府失灵，使得能源结构偏离经济体的最

优能源结构，能源结构的扭曲和能源效率的低下影响碳中

和。例如，部分地区为尽早达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过度

限制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使用，强制提高清洁能源的

使用率。此类做法短期内或许能实现碳排放的削减，但本

质上是以牺牲经济发展质量为代价，其长期可持续性值得

怀疑。同时，这种非内生性的能源结构调整会破坏生产系

统的协同性，导致企业能源利用效率下降，反而不利于碳

减排目标的稳定实现。第二，政府的发展战略违背经济体

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的比较优势，导致生产结构扭

曲，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生产结构扭曲会引致能源需求变

化，同时也会影响能源供给，导致经济体的能源结构扭曲

以及能源效率低下［27］，进而对碳中和产生影响。

3. 2　生产系统结构与碳中和

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认为，生产系统结构在经济体

的发展、转型与运行中影响碳中和。

首先，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最优生

产结构，包括最优产业结构［29］和最优技术结构［30］。不同

经济体或同一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其要素禀赋及其

结构不同，内生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

构）不同。从产业角度来看，不同产业的碳排放特性不

同。一般而言，重工业的单位碳排放量大，服务业的单位

碳排放量次之，农业的单位碳排放量较小。例如，自 20世

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的重工业贡献了二氧化碳排放的

80%［31］。从技术角度而言，不同技术的碳排放特性不同。

有些技术属于碳密集型技术，如传统重工业生产中的大

多技术属于此类；有些技术属于低碳技术，如传统农业的

生产技术和大多数服务业的技术；还有些技术属于固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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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如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因此，经济体的产业

结构和技术结构会对碳中和产生影响。不同的产业结构

和技术结构对碳中和的影响不同；随着经济发展，经济体

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内生变迁，对碳中和的影响也将

随之改变。

其次，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等因素会导致经济体的

生产结构偏离最优状态，形成生产结构扭曲，进而影响经

济体的运行效率及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其中，政府的发

展战略是生产结构是否偏离最优的关键。若发展战略违

背比较优势，造成生产结构扭曲，会使企业缺乏自生能

力［7］，其碳排放行为也会随之改变，最终对碳中和产生

影响。

3. 3　生活系统结构与碳中和

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认为，生活系统结构在经济体

的发展、转型与运行过程中对碳中和产生影响。

首先，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最优生

产结构，而最优生产结构决定经济体的最大生产力水平，

进而决定经济体居民的收入水平。显然，处于不同发展

阶段的经济体，其居民收入水平存在差异。随着经济体

的发展，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发生变迁，经济体的生产力会

内生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32］。而收入水

平的持续提高，会使人们的环保意识和消费结构发生内

生变化。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需求侧解释，在收入

水平低时，人们的环保意识相对薄弱，更侧重于物质产品

的消费，往往忽视环境质量等生态产品的价值；随着收入

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对环境质量等生

态产品的效用增加，消费结构发生变化［33］。因此，随着经

济体收入水平的内生变迁，人们的环保意识和消费结构

也将发生内生变化；由于不同环保意识与消费结构的碳

排放特性不同，对碳中和的影响也不同。

其次，政府发展战略是影响经济体收入水平和经济

结构的关键因素，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系统的碳中和。若

政府采取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会导致产业结构扭

曲，企业缺乏自生能力，难以有经济剩余，使得资本和劳

动的回报率偏低，从而抑制收入水平提高［34-35］；根据环境

库兹涅茨曲线，收入水平不增加，就难以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①。同时，政府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会扭曲经济体的

收入分配结构［36］；由于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消费结构和

环保意识不同，且不同环保意识与消费结构的碳排放特

性不同，因此，收入分配结构的内生扭曲会影响碳中和。

政府采取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

拉大［37］，而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与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

不同；且不同生活方式的碳排放特性不同，从而影响经济

社会系统的碳中和。

3. 4　生态系统结构与碳中和

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认为，生态系统结构的发展、转

型与运行会对碳中和产生影响。首先，经济体的生态禀

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即决定生

态系统的生态生产力，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系统的碳中和。

从横向比较来看，不同经济体的生态禀赋及其结构不同，

内生决定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不同，对碳吸收的能力

不同。从纵向发展来看，经济体的生态禀赋及其结构变

迁，内生引发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变迁，进而对碳中和的

影响也将发生变迁。例如，生物多样性作为生态禀赋结

构的重要维度之一，对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具有重要影

响［38-39］。已有研究发现，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存

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物种丰富度高的生态系统通常具

有较高的生物量和生态生产力，在广泛的生物类群和生

态系统中，生物量会随物种丰富度的增加而增加；反之，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会降低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稳定

性［40］。事实上，全球几乎一半的森林生产可以直接或间

接地归因于生物多样性的作用。这表明，如果没有健康

的物种多样性，就无法实现充分的碳潜力［38］。同样，气

温、湿度等气候要素作为生态禀赋结构的另一重要维度，

对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也具有重要影响［41］。已有研究发

现，气候变化对旱地生态系统功能及该系统所提供的关

键生态系统服务具有重要影响［42］，而植被结构与气候变

量在塑造巴塔哥尼亚牧场的生态系统功能方面也具有同

等重要性［43］。进一步地，不同生态系统的碳吸收特性不

同，例如，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沙漠生态系统的

碳吸收能力不同。已有研究发现，由于不同地区的生物

多样性、气候要素和土壤条件不同，天然森林的碳潜力存

在差异，低纬度地区的天然森林碳潜力较高，而高纬度地

区的碳潜力相对较低［42］，人工林与天然林生产系统的碳

吸收和储存能力也存在显著差异［44］。即使是同一森林生

态系统，随着森林的林龄结构变化，其碳汇能力也将发生

变化，例如，Shang等［45］研究发现，目前中国的森林中有大

量的青壮年林分，中国的森林将在未来 15年左右保持高

速增长，然而，随着森林年龄的增长，其净初级生产力将

在 2050年下降 5. 0%±1. 4%，在 2060年下降 8. 4%±1. 6%，

在2100年下降16. 6%±2. 8%。

其次，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产生了重要影

①本研究认为，碳达峰碳中和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而不是以牺牲经济发展来实现碳中和。若

是牺牲经济发展来获得碳中和，那么对全社会福利来说未必是最优的。例如，处于农耕文明经济体，尚未开启工业化，某种程度上已经处于碳

中和状态，但是这种状态是没有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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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41］。一方面，栖息地破坏、森林砍伐、环境污染、土地过

度利用、外来物种入侵等人类过度开发利用及错误干预行

为，会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与气候变化，扭曲生态系统结

构和功能，造成生态生产力下降，进而影响生态系统的碳

汇能力。例如，Lu等［46］研究发现，1980—2010年中国湿地

面积和碳库分别由 1980年的 4. 11×105 km2和 15. 2 PgC减

少到 2010年的 2. 14×105 km2和 7. 6 PgC，人为干扰指数与

湿地面积减少呈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表明人为干扰是湿地

破坏及影响湿地土壤碳库的主要因素，若其持续增强，湿

地碳库可能进一步受到损失。另一方面，当生态系统自身

演变不利于碳吸收时，则需通过人为干预促进碳吸收。

3. 5　金融系统结构与碳中和

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认为，金融系统结构在经济体

的发展、转型与运行中对碳中和产生影响。

首先，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最优生

产结构，而生产结构的规模和风险特性又内生决定金融

需求；当经济体中金融系统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与最优

生产结构的金融需求特性相匹配时，便形成经济体的最

优金融结构。不同经济体或同一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

段，其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不同，内生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

不同，则内生形成的最优金融结构也不同［47-48］。

金融系统结构对碳中和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种方

式。第一种是金融系统结构本身产生的直接碳排放。

例如，银行办公场所和股票交易场所等产生的碳排放。

不同的金融结构的碳排放特性存在差异，不过整体而

言，这类碳排放相对较少。第二种是金融系统结构通过

经济体的生产系统、生活系统和生态系统影响碳中和。

例如，金融服务产业活动、居民活动以及支持碳捕集、利

用与封存技术等，都会对碳中和产生影响。这里主要阐

述金融系统结构通过经济体的生产结构对碳排放的影

响①。在不同生产结构状态下，金融系统结构在推动经

济体生产结构发展与运行过程中所引发的碳排放存在

差异。例如，当经济体处于重工业主导的发展阶段时，

重工业具有比较优势；若金融系统供给结构与以重工业

为主的生产结构对金融需求相匹配，便会促进重工业发

展；而因重工业的碳排放强度高，金融系统在促进重工

业发展时引致的碳排放也多。随着经济体发展水平提

升，要素禀赋不断积累，服务业主导的生产结构逐渐具

备比较优势，其对金融的需求特性与重工业不同，如这

一阶段会内生形成对绿色金融、转型金融和碳金融等新

金融制度的需求。当金融系统供给结构与生产结构对

金融需求特性相匹配时，将推动服务业发展；由于服务

业的碳排放强度较低，金融系统在促进服务业发展时引

致的碳排放也较少。可见，不同金融系统结构对碳中和

的影响不同，且随着金融系统结构的内生变迁，其对碳

中和的影响也会发生改变。

其次，由于经济社会中各结构变量变化速率不同、信

息不对称等市场因素，或政府干预等政府因素，会导致经

济体的金融结构偏离最优金融结构，形成金融结构扭曲，

进而影响经济体的碳中和。根据金融结构扭曲的来源，

分为以下两种情景。第一，经济体中生产结构具有比较

优势，由于市场失灵或者政府失灵使得金融结构偏离经

济体的最优金融结构，这种金融结构的扭曲会影响碳中

和。例如，部分发展中经济体为追求发达经济体的金融

结构，不顾自身经济发展阶段特性而盲目推进金融深化；

由于该金融结构难以满足融资者的需求，企业、居民等行

为主体的融资约束会增强［47］，融资成本上升，进而影响其

理性选择，抑制生产力释放并导致运行效率低下，最终对

碳排放与碳吸收产生影响。第二，若政府的发展战略违

背比较优势，会导致生产结构扭曲，使企业缺乏自生能

力，而生产结构扭曲又会引发金融需求的变化；为满足扭

曲生产结构中企业的金融需求，政府不得不扭曲金融供

给，这会造成经济体的金融结构扭曲与金融资源配置效

率低下，进而通过与金融结构赶超相似的机制影响经济

体的碳中和。例如，发展中经济体推行重工业赶超战略

时，由于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不符合其比较优势，相关企业

缺乏自生能力；为维持重工业发展，对金融系统的行政干

预和扭曲便难以避免，如通过压低利率、计划配置金融资

源等手段保护和补贴重工业；且因重工业具有高排放特

性，金融结构扭曲在推动其发展的同时会加剧碳排放。

此外，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因缺乏资本而难以发展，多

数劳动者会滞留在农业领域，这不仅影响经济运行效率

和发展速度，还会通过农业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性对

碳排放产生影响。

3. 6　教育系统结构与碳中和

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认为，教育系统结构在经济体

的发展、转型与运行过程中对碳中和产生影响。

首先，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最优生

产结构，而生产结构的人力资本特性会内生决定教育需

求；当经济体中教育系统的供给结构与最优生产结构对

人力资本的需求特性相匹配时，便形成经济体的最优教

育结构［32］。不同经济体或同一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

①金融系统通过生活系统和生态系统影响碳中和蕴含着大量的理论内涵有待挖掘，类似地，后续讨论的教育系统、空间系统、开放系统、基础

设施系统和制度系统通过生活系统和生态系统影响碳中和也蕴含着大量的理论内涵有待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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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存在差异，内生决定的最优生产

结构有所不同，因此内生决定的最优教育结构也各不

相同。

教育系统结构对碳中和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种方

式。一种是教育系统内部的直接碳排放，例如教学楼等

教育办公场所产生的碳排放，不同教育结构的碳排放特

性存在差异，不过整体而言，这类碳排放相对较少。另一

种是教育系统通过经济体的生产系统、生活系统和生态

系统影响碳中和，比如为生产活动提供人力资本、通过宣

传环保意识影响居民碳行为、为CCUS技术提供人力资本

等。这里主要阐述教育系统通过经济体的生产系统对碳

排放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生产结构状态下，教育系统结

构在促进经济体生产系统结构发展时所引起的碳排放也

有所不同。例如，当经济体处于以重工业主导的发展阶

段时，以重工业为主的生产结构具有比较优势，若经济体

的教育系统供给与以重工业为主的生产结构对人力资本

需求相匹配，教育系统促进经济体具有比较优势的重工

业发展；由于重工业的碳排放强度高，教育系统在促进重

工业发展时引致的碳排放也多。随着经济体发展水平的

提高，要素禀赋积累，以服务业为主的生产结构具有比较

优势；该生产结构对人力资本需求的特性不同于重工业，

当经济体的教育系统供给与生产结构对人力资本的需求

特性相匹配时，教育系统结构促进服务业发展；由于服务

业的碳排放强度较低，教育系统结构在促进服务业发展

时引致的碳排放也较少。由此可见，不同经济体内生的

最优教育结构不同，不同的教育系统结构对碳中和的影

响不同；随着经济体内生教育系统结构的变迁，其对碳中

和的影响也将发生改变。

其次，由于经济社会中各结构变量的变化速率不同，

或受政府错误干预等因素影响，经济体的实然教育结构

会偏离应然教育结构，形成教育结构扭曲，进而影响经济

体的碳中和。根据教育结构扭曲的来源，可分为以下两

种情景。第一，当经济体的生产结构具备比较优势时，若

因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导致实然教育结构偏离应然教育

结构，这种扭曲会对碳中和产生影响。例如，部分发展中

经济体为追求发达经济体的教育结构，不顾自身经济发

展阶段特性而盲目推进教育深化；由于该教育结构难以

满足生产者的人力资本需求，会增加其人力资本成本，影

响生产者的理性选择，进而改变其碳排放行为。第二，若

政府的发展战略违背比较优势，会导致生产结构扭曲，使

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而生产结构扭曲又会引发人力资本

需求的变化；为满足扭曲生产结构中企业的人力资本需

求，政府不得不扭曲教育供给，这会造成经济体的教育结

构扭曲与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进而影响碳中和。例

如，发展中国家因推行重工业赶超战略，出现了教育结构

扭曲问题［49］。由于重工业不符合发展中经济体由要素禀

赋结构内生决定的比较优势，且重工业对相关专业知识

技能的要求较高；为维持重工业发展，政府不得不干预教

育系统，培养该产业所需的人力资本，比如中国在重工业

赶超战略时期，曾在东北三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扶持

重工业。鉴于重工业具有高排放特性，教育结构扭曲在

推动其发展的过程中会加剧碳排放；此外，这种扭曲的教

育结构还会通过影响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对碳排放产生

作用。

3. 7　空间系统结构与碳中和

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认为，空间系统结构在经济体

的发展、转型与运行过程中对碳中和产生影响。

首先，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最优生

产结构，而生产结构的空间特性会内生决定空间需求；当

经济体中空间禀赋的供给与最优生产结构的空间需求相

匹配时，空间系统结构便达到均衡，内生形成最优空间结

构［32］。不同经济体或同一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由于

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存在差异，内生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

有所不同，因此内生决定的最优空间结构也各不相同。

空间系统结构对碳中和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经济体的

生产系统、生活系统和生态系统。例如，空间结构中的产

业空间为生产活动提供空间载体、城市空间为生活提供

空间载体、生态空间为生态系统提供空间载体，从而影响

经济社会系统的碳中和［50］。这里主要阐述空间系统结构

通过经济体的生产系统对碳排放的影响。在不同生产结

构状态下，空间系统结构在促进经济体生产系统结构发

展时所引起的碳排放也有所不同。例如，当经济体处于

重工业主导的发展阶段时，以重工业为主的生产结构具

备比较优势，若经济体的空间供给与该生产结构的空间

需求相匹配，空间结构会推动具有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发

展；且因重工业碳排放强度高，空间系统在促进其发展过

程中引致的碳排放也较多。随着经济体发展水平提升，

要素禀赋不断积累，服务业主导的生产结构逐渐具备比

较优势，其对空间需求的特性与重工业不同，当空间供给

与该生产结构的空间需求特性相匹配时，空间系统结构

会促进服务业发展；由于服务业碳排放强度较低，空间系

统结构在此过程中引致的碳排放也较少。由此可知，不

同经济体内生的最优空间结构存在差异，不同空间结构

对碳中和的影响各不相同；随着经济体空间结构的内生

变迁，其对碳中和的影响也会发生改变。

其次，由于经济社会中各结构变量的变化速率不同、

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问题，或政府错误干预等政府失

灵问题，会导致经济体的空间结构偏离最优空间结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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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空间结构扭曲，进而影响经济体的碳中和。根据空间

结构扭曲的来源，可分为以下两种情景。第一，当经济体

的生产结构具备比较优势时，若因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

导致实然空间结构偏离应然空间结构，这种扭曲会对碳

中和产生影响。例如，部分发展中经济体为追求发达经

济体的城市化模式，不顾自身经济发展阶段特性而盲目

推进城市化建设；由于该空间结构难以满足经济主体的

空间需求，会影响其理性选择，进而改变其碳排放行为。

第二，政府的发展战略违背比较优势，导致实然生产结构

偏离应然生产结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生产结构扭曲引

致空间需求变化；为了满足扭曲生产结构中经济主体的

空间需求，政府不得不扭曲空间供给，导致经济体的空间

结构扭曲以及空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进而影响碳中和。

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城市

化滞后［37］，扭曲空间结构，且由于农业空间、城市空间和

生态空间的碳排放和碳吸收特性不同，空间结构的扭曲

会影响经济社会系统的碳中和。

3. 8　开放系统结构与碳中和

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认为，开放系统结构在经济体

的发展、转型与运行过程中对碳中和产生影响。

首先，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最优生

产结构，而生产结构的开放特性会内生决定开放需求；当

经济体中开放系统的供给结构与最优生产结构的开放需

求相匹配时，开放系统结构便达到均衡，内生形成最优开

放结构［32］。不同经济体或同一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

由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存在差异，内生决定的最优生产

结构有所不同，因此内生决定的最优开放结构也各不

相同。

开放系统结构对碳中和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种方

式。一种是开放系统内部的直接碳排放。例如，国际贸

易运输中所产生的碳排放，海运和空运等不同的贸易运

输方式的碳排放特性不同。第二种是开放系统通过经济

体的生产系统、生活系统和生态系统来影响碳中和。例

如，通过国际贸易促进生产活动规模扩大、满足居民各类

产品消费以及促进绿色低碳技术传播等方面影响碳中

和。这里主要阐述开放系统通过经济体的生产系统对碳

排放的影响。在不同生产结构状态下，开放系统结构在

推动经济体生产系统结构发展过程中所引发的碳排放存

在差异。例如，当经济体处于重工业化阶段时，以重工业

为主的生产结构具备比较优势，若开放系统供给与该生

产结构的开放需求相匹配，会促进具有比较优势的重工

业发展；且因重工业碳排放强度高，开放系统在此过程中

引致的碳排放也较多。随着经济体发展水平提升，要素

禀赋不断积累，服务业主导的生产结构逐渐具备比较优

势，其对开放需求的特性与重工业不同，当开放系统供给

与该生产结构的开放需求特性相匹配时，开放系统结构

会促进服务业发展；由于服务业碳排放强度较低，开放系

统结构在此过程中引致的碳排放也较少。由此可见，不

同经济体内生的最优开放结构存在差异，不同开放结构

对碳中和的影响各不相同；随着经济体开放结构的内生

变迁，其对碳中和的影响也会发生变化。

其次，由于经济社会中各结构变量的变化速率不

同、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问题，或政府错误干预等政

府失灵问题，会导致经济体的实然开放结构偏离应然开

放结构，形成开放结构扭曲，进而影响经济体的碳中和。

根据开放结构扭曲的来源，可分为以下两种情景。第

一，当经济体的生产结构具备比较优势时，若因市场失

灵或政府失灵导致实然开放结构偏离应然开放结构，这

种扭曲的开放结构会难以满足经济主体的开放需求，影

响其理性选择，进而对碳排放产生影响。第二，若政府

的发展战略违背比较优势，会导致实然生产结构偏离由

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应然生产结构，使得其中的企

业缺乏自生能力。而生产结构扭曲会引发开放需求的

变化；为满足扭曲生产结构中经济主体的开放需求，政

府不得不扭曲开放供给，这会导致经济体的开放结构扭

曲，进而影响碳中和。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行重工

业优先发展战略，为满足重工业对贸易的需求，贸易结

构做出相应调整以匹配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如采取

进口替代贸易战略等［6，51］。这种贸易结构的供给旨在契

合以重工业为主的生产结构对贸易的需求，从而为其发

展提供支持；但由于重工业具有典型的高排放特性，贸

易结构在匹配其发展时会加剧碳排放。同时，这种贸易

结构调整也抑制了轻工业发展，使过多劳动力滞留在农

业，进而抑制了碳排放。

3. 9　基础设施系统结构与碳中和

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认为，基础设施系统结构在经

济体的发展、转型与运行过程中对碳中和产生影响。

首先，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最优生

产结构，当经济体中基础设施系统的供给结构与最优生

产结构对基础设施的需求结构相匹配时，基础设施系统

结构便达到最优均衡，内生形成最优基础设施结构［32］。

不同经济体或同一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由于要素禀

赋及其结构存在差异，内生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有所不

同，因此内生决定的最优基础设施结构也各不相同。

基础设施系统结构对碳中和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种

方式。一种是基础设施系统建设的直接碳排放以及对碳

吸收的影响。例如，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产

生的碳排放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会减少碳吸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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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的碳排放特性不同［52-53］。第二种是基础设

施系统通过经济体的生产系统、生活系统和生态系统影

响碳中和。例如，基础设施降低生产活动交易成本、优化

居民生活方式以及促进绿色低碳技术发展等影响碳中

和。这里主要阐述基础设施系统通过经济体的生产系统

对碳排放的影响。在不同生产结构状态下，基础设施系

统结构在推动经济体生产系统结构发展过程中所引发的

碳排放存在差异。例如，当经济体处于重工业化阶段时，

以重工业为主的生产结构具备比较优势，若基础设施系

统供给与该生产结构的基础设施需求相匹配，会促进具

有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发展；且因重工业碳排放强度高，基

础设施系统在此过程中引致的碳排放也较多。随着经济

体发展水平提升，要素禀赋不断积累，服务业主导的生产

结构逐渐具备比较优势，其对基础设施需求的特性与重

工业不同，当基础设施系统供给与该生产结构的基础设

施需求特性相匹配时，基础设施系统结构会促进服务业

发展；由于服务业碳排放强度相对较低，基础设施系统结

构在此过程中引致的碳排放也较少。由此可见，不同经

济体内生的最优基础设施结构存在差异，对碳中和的影

响各不相同；随着经济体内生基础设施结构的变迁，其对

碳中和的影响也会发生改变。

其次，由于经济社会中各结构变量的变化快慢不一、

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或政府的错误干预等政府失灵，导

致经济体中实然基础设施结构偏离应然基础设施结构，导

致基础设施结构扭曲，从而影响经济体的碳中和。根据基

础设施结构扭曲的来源，分为以下两种情景。第一，经济

体的生产结构具有比较优势，由于市场失灵或者政府失灵

使得基础设施结构偏离经济体的最优基础设施结构，基础

设施结构的扭曲难以满足经济中经济主体的基础设施需

求，影响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进而影响其碳排放行为。

第二，若政府的发展战略违背比较优势，会导致实然生产

结构偏离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应然生产结构，使得

其中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而生产结构扭曲会引发基础

设施需求的变化；为满足扭曲生产结构中经济主体的基础

设施需求，政府不得不扭曲基础设施供给，这会导致经济

体的基础设施结构扭曲，进而影响碳中和。例如，新中国

成立初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满足重工业对基础

设施的需求，基础设施结构做出相应调整以匹配重工业为

主的产业结构，如三线建设时期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

建设［6］。这种基础设施结构的供给旨在最大限度满足以

重工业为主的生产结构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从而为其发展

提供支持；但由于重工业具有典型的高排放特性，基础设

施结构在匹配其发展时会加剧碳排放。同时，这种基础设

施结构调整也会通过影响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对碳排放

产生作用。在新发展阶段，我国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将加

快“双碳”目标的实现进程。

3. 10　制度系统结构与碳中和

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认为，制度系统结构在经济体

的发展、转型与运行过程中对碳中和产生影响。

首先，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最优生

产结构，当经济体中制度系统的供给结构与最优生产结

构对制度的需求结构相匹配时，制度系统结构便达到最

优均衡，内生形成最优制度结构［32］。不同经济体或同一

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由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存在差

异，内生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有所不同，因此内生决定的

最优制度结构也各不相同。

制度系统结构对碳中和的影响主要通过经济体的生

产系统、生活系统和生态系统来影响碳中和。这里主要

阐述制度系统结构通过经济体的生产系统对碳排放的影

响。在不同生产结构状态下，制度系统结构在推动经济

体生产系统结构发展过程中所引发的碳排放存在差异。

例如，当经济体处于重工业化阶段时，以重工业为主的生

产结构具备比较优势，若制度系统供给与该生产结构的

制度需求相匹配，会促进具有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发展；且

因重工业碳排放强度高，制度系统在此过程中引致的碳

排放也较多。随着经济体发展水平提升，要素禀赋不断

积累，服务业主导的生产结构逐渐具备比较优势，其对制

度需求的特性与重工业不同，当制度系统供给与该生产

结构的制度需求特性相匹配时，制度系统结构会促进服

务业发展；由于服务业碳排放强度相对较低，制度系统结

构在此过程中引致的碳排放也较少。由此可见，不同经

济体内生的最优制度结构存在差异，对碳中和的影响各

不相同；随着经济体制度结构的内生变迁，其对碳中和的

影响也会发生改变。

其次，由于经济社会中各结构变量的变化快慢不

一、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因素或政府干预等政府因素，导

致经济体中实然制度结构偏离应然制度结构，导致制度

结构扭曲，从而影响经济体的碳中和。根据制度结构扭

曲的来源，分为以下两种情景。第一，经济体的生产结

构具有比较优势，由于市场失灵或者政府失灵使得制度

结构偏离经济体的最优制度结构，制度结构的扭曲难以

满足经济中经济主体的制度需求，影响经济主体的理性

选择，进而影响其碳排放行为。第二，若政府的发展战

略违背比较优势，会导致实然生产结构偏离由要素禀赋

结构内生决定的应然生产结构，使得其中的企业缺乏自

生能力。而生产结构扭曲会引发制度需求的变化。为

满足扭曲生产结构中经济主体的制度需求，政府不得不

扭曲制度供给，这会导致经济体的制度结构扭曲，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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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碳中和。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

展战略，为满足缺乏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发展需求，政府

人为扭曲各类产品价格及包括资金、外汇在内的要素价

格，用国家计划和行政手段取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并

对企业实行国有化、对农业实行人民公社化管理，形成

了三位一体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7］。这种计划经济

体制旨在最大限度满足以重工业为主的生产结构对制

度的需求，从而支持重工业发展；但由于重工业具有典

型的高排放特性，制度结构在匹配其发展时会加剧碳排

放。同时，这种制度结构调整也会通过影响轻工业和农

业的发展对碳排放产生作用。

3. 11　市场和政府与碳中和

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认为，市场和政府贯穿于经济

体的发展、转型与运行过程中，对碳中和产生影响。如前

述理论框架所示，市场和政府作为两大机制系统，贯穿于

经济社会各系统发展、转型与运行的一系列活动中。本

节前述的能源系统、生产系统、生活系统、生态系统、金融

系统、教育系统、空间系统、开放系统、基础设施系统、制

度系统等 10个部分，均涉及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这里单

独列出，做进一步阐释。

首先，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最优生

产结构，而市场和政府作为上层制度结构的组成部分，内

生于经济体的生产结构。不同经济体或同一经济体在不

同发展阶段，由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存在差异，内生决定

的最优生产结构有所不同，因此内生决定的市场和政府

及其相互关系也各不相同。

由于不同的市场和政府对碳中和的影响存在差异，

例如服务于重工业发展的“棕色”市场与服务于碳排放

权交易的“绿色”市场，其对碳中和的影响各不相同，因

此，随着经济体的发展和要素禀赋的积累，内生的市场

和政府对碳中和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在经济发

展早期阶段，由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的生产结构

和生产力水平较低，且由于市场是一种昂贵的公共

品［55］，此时经济体的市场机制不够完善，主要通过政府

作用来影响碳中和；随着经济体进入高收入阶段，要素

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的生产结构和生产力水平提升，

能够支撑完善的市场机制建设（如碳市场建设），市场在

影响碳中和中的作用随之增强，同时政府作用持续发

挥，且其作用机制也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见，在不同经

济发展阶段，内生的市场与政府机制存在差异，对碳中

和的影响也各不相同。

其次，由于外部性、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发展思潮等

主客观原因经常会使得市场和政府发生扭曲，内生形成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会影响经济

社会系统的发展、转型与运行，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系统

的碳中和。前述已经分别讨论了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

失灵通过能源系统、生产系统、生活系统、生态系统、金

融系统、教育系统、空间系统、开放系统、基础设施系统、

制度系统等影响碳中和。除此之外，各类市场扭曲也会

对碳中和产生影响，如要素市场扭曲对碳排放的影

响［56］，政府的“碳赶超”行为对碳中和的影响等等，关于

这部分的研究议题非常丰富，可以提出一系列更为具体

的理论见解。

4　结论与展望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

系统性变革，解释并把握这一变革是本研究的目的之

一。故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构建相关理论新框架，提出

经济社会各系统与碳中和的新见解，初步形成新结构碳

中和经济学，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碳中和经济体知识体系

做了有益尝试。该理论框架包含禀赋系统结构、“三生”

系统结构、六大关联系统结构及两大机制系统 4 部分。

其核心逻辑为：禀赋系统结构内生决定“三生”系统结

构，“三生”系统结构内生决定六大关联系统结构；两大

机制系统贯穿于经济社会各系统的发展、转型与运行过

程；各系统结构共同内生决定经济体的碳排放与碳吸

收，最终内生决定其碳达峰碳中和。从发展角度看，经

济体的禀赋系统结构变迁，会内生驱动“三生”系统结

构、六大关联系统结构及市场与政府的结构变迁，进而

内生驱动碳排放与碳吸收的变化。从转型角度看，因经

济社会各系统结构变化速率不同及政府干预等因素，

“三生”系统结构和六大关联系统结构会偏离禀赋系统

结构内生决定的最优状态，影响碳排放和碳吸收，故其

转型需与禀赋系统结构适配，过快或过慢均不利于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从运行角度看，经济社会系统在不同结

构状态下，资源配置对碳中和的影响存在差异，即发展

中、转型中与发达经济体的结构状态不同，其资源配置

对碳中和的影响也各不相同。

当然，本研究对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构

建尚为极其初步的阶段，要将其发展为一门成熟的学科

和完善的知识体系，还需大量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支

撑。尽管在理论见解部分提出了诸多理论假说，但新结

构碳中和经济学的理论见解远不止于此，例如关于新结

构碳中和运行理论和关联理论，本研究仅在理论体系部

分阐述了基础理论逻辑及可能的研究方向，未来还需结

合更具体的研究议题提出更丰富的理论见解。此外，这

些理论见解还需构建更严谨的数理模型和实证模型，这

都是自主理论创新的重要领域。希望本研究提出的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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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碳中和经济学理论框架，能为学界理解碳中和经济社

会系统性变革、为政府制定相关碳中和政策提供一个新

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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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tructural carbon neutrality economics: construct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arbon neutrality economics

LIN Yifu，ZHENG Jie，FU Caihui
(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global backdrop of achieving the carbon neutrality goal, and drawing upon China's practices toward its achieve‑
ment,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arbon neutrality economics in China not only ha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nnova‑
tion value but also has profou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practi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this study takes 
achieving peak carbon emissions and carbon neutrality as its research objects, constructs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presents theoretical insight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socio-economic systems and 
carbon neutrality, and initially establishes the new discipline of new structural carbon neutrality economics.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①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ew structural carbon neutrality economics consists of four major parts: the endowment system structure (fac‑
tor endowment, energy endowment, and ecological endowment),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PLE) system structure, the six interrelat‑
ed system structures (finance, education, space, openness, infra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 and the two mechanism systems (market and gov‑
ernment). ② There are endogenous determination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system structures. The endowment system structure endogenous‑
ly determines the PLE system structure, which, in turn, endogenously determines the six interrelated system structures; the two mechanism 
systems run through a series of activ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socio-economic systems; all system struc‑
tures jointly and endogenously determine the carbon emissions and carbon absorption of the economy, ultimately endogenously determin‑
ing the achievement of peak carbon emissions and carbon neutrality of an economy. ③ From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changes in an 
economy's endowment system structure endogenously drive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s in the PLE system structure, the six interrelated 
system structures, and the market and government structures, thereby endogenously promoting dynamic changes in the economy's carbon 
emissions and carbon absorption. ④ From a transformation perspecti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ix interrelated system structures is en‑
dogenous to the PLE system structure, whi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LE system structure is endogenous to the endowment system struc‑
ture. Excessively fast or slow transformation of any system structure is not conducive to an economy achieving peak carbon emissions and 
carbon neutrality. ⑤ From an operational perspective, the impact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social-economic system on carbon neutrality 
varies under different structural states; specifically, the effect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on carbon neutrality vary among developing econo‑
mies, transitional economies, and developed economies. 
Key words carbon neutrality; Marxism;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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